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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ꎬ在全球贸易向更深更广层次迈进的进程中ꎬ由此产生的投资争端

日益增多ꎬ其样态和类型也更具复杂性ꎮ 就目前而言ꎬ建立统一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ꎬ但基于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ꎬ以及

投资规则趋同化的态势ꎬ尝试制定统一的投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ꎬ能够为构建诉讼、仲裁和调解“三位一体”的争端解

决机制提供制度保障ꎮ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应当涵盖五个要素ꎬ即:推定互惠规则、管辖权审查的规则、程序正义规则、效
力审查的规则以及公共利益例外规则ꎮ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可参照«纽约公约»制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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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合作逐年加强ꎬ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成果令人瞩目ꎮ
投资作为经贸合作的重要部分ꎬ对推进中国与沿线

国家深度合作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随着投资金额的不

断增加ꎬ摩擦与纠纷也不断凸显ꎬ构建有效的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ꎬ化解“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产生的摩擦

和纠纷迫在眉睫ꎬ这将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产生

重要的意义ꎮ

一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规则的法律基础

(一)变更的国际治理模式

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随

着社会发育程度的变化ꎬ呈现较大分歧ꎮ 因此ꎬ建立

于传统国际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国家明示或默示承认

为基础的“国家间立法”模式即国际硬法ꎬ已然无法

适应当今的国际局势[１]ꎮ 针对此种情况ꎬ国际社会

逐步形成以软法和硬法相结合的跨国法律体系①ꎮ
随着各国与地区之间经贸交流合作的形式不断

扩展、程度不断加深ꎬ资本的跨国流通俨然已经取代

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各主体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实

现形式ꎬ国际投资也已经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

济社会的核心ꎬ随之而来的是基于各国的文化以及

法制的差异所引起的大量投资纠纷ꎮ 各国为了协调

双方在国际投资中的利益ꎬ避免投资纠纷上升为主

权国家之间的摩擦ꎬ签订了大量的投资条约ꎮ 到

２００９ 年底ꎬ相关的条约数目已经高达 ２７５０ 个ꎬ其中

有 ２９５ 个贸易协议包含了投资条款ꎬ大概有 ４０％的

投资条约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２]ꎮ
在进入新时期以后ꎬ中国同其他各国签订的双边投

资条约进入重新修订时期ꎮ 在此期间ꎬ中国与其他

各国针对双方在投资方面的面临的新问题对双边投

资条约的原文本进行了内容甚至形式上的修改ꎬ双
边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机制部分也发生了变动ꎮ 除此

以外ꎬ区域贸易集团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区域

投资一体化趋势的愈演愈烈ꎬ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模式备受推崇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国际社会中经济

一体化投资协定的数量已多达 ３３４ 个ꎮ 这些投资条

约中都出现了关于如何解决投资争端的规则ꎮ 比如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第 １１ 章 Ｂ 节针对缔约国

投资争端所制定的仲裁规则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也通过其框架协定对自由贸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各类投资争端进行了灵活的制度安排ꎮ 与此同时ꎬ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多边体制来解决投

资争端ꎮ 例如诉诸 ＷＴＯ 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或

者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ＩＣＳＩＤ)来解决所面临的

投资争端ꎮ



(二)趋同的国际投资规则

国际投资规则的演进经历了几个阶段ꎮ 从最初

的资本输出大国单方面制定国际投资规则到资本输

入国的国际立法意识逐渐觉醒再到当今二者之间的

利益拉锯ꎬ国际经济社会的变迁被淋漓尽致地体现

在国际投资规则的演进当中ꎮ 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

之间的利益冲突ꎬ主导着整个国际投资规则的演进

过程ꎮ 保护伞条款的适用、卡尔沃主义的提出等规

则体现了这种演进趋势ꎮ 然而ꎬ随着国际经济社会

进入全球化时代ꎬ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观念、法律价

值、法律原则、立法表述和执法标准逐渐趋同ꎬ甚至

开始向一体化转变[３]ꎮ 传统的资本输出国或资本

输入国已经不再仅仅只有单一身份ꎬ随着这些经济

体自身的不断发展ꎬ他们已经开始同时扮演两种角

色ꎮ 角色的变化带来利益以及法律视角的双重变

化ꎬ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并且拥有规则制定话语

权的经济大国开始改变传统立场ꎬ同时具备母国和

东道国双重视角ꎬ在规则制定上ꎬ尽量实现二者之间

的利益平衡ꎮ 这一立场的变化首先带来了国际投资

规则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的趋同化现象ꎮ
另一方面ꎬ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作用

在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中表现为以双边投资条约为代

表的“定向互动”模式向以多边条约为代表的“集团

发展”模式的转变ꎮ 上世纪中叶兴起的大规模双边

投资条约签订的热潮并未一路高歌至今ꎮ 双边投资

条约的主体具有针对性ꎬ因此其签订方式以及执行

方式更加灵活ꎬ能够适应国际投资早期自由主义的

需求ꎬ尤其是在争端解决方面ꎬ其更利于双方之间达

成合意ꎮ 然而ꎬ随着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ꎬ双边条约

的局限性日益明显ꎬ主体范围相对狭窄、规则制定标

准缺乏统一性、调整范围的重合与交叉使得各经济

体开始寻求更高效更统一的多边规则以规制国际投

资ꎮ «华盛顿公约» (以下简称:ＩＣＳＩＤ)、«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公约»(以下简称:ＭＩＧＡ)等多边公约的签

订ꎬ北美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ＮＡＦＴＡ)以及东南

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的成立ꎬ都标志着国

际投资规则已经走向趋同ꎮ

二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规则的运行模式

以外交手段为主的协商以及以具有准司法性质

的仲裁组成了现阶段国际社会中投资争端的主要解

决途径ꎮ 作为核心条款的争端解决机制不论在双边

体制下还是在多边体系中ꎬ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

位ꎮ 然而ꎬ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地域广、
沿线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法制背景的跨度

都很大ꎬ所以这些国家在选择投资争端解决规则的

运行模式时存在极大的差异ꎮ 这一特点在中国与沿

线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ꎬ对争端解决机制的

选择上可见一斑ꎮ

表 １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签订的 ＢＩＴｓ 对投资争端解决的规定

缔约国家 争端解决方式 可仲裁事项 仲裁庭选择

中巴 司法解决与仲裁择其一 补偿额度 国际仲裁庭

中哈 未规定 补偿额度 专设仲裁庭

中蒙 司法解决优先 补偿额度 专设仲裁庭

中俄 司法解决与仲裁择其一 全面 ＩＣＳＩＤ 仲裁庭或者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庭

中英 未规定 补偿额度 专设仲裁庭或者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庭

中德 未规定 全面
ＩＣＳＩＤ 优先ꎬ另有约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庭或
者其他专设仲裁庭除外

　 　 从表 １ 所显示的内容来看ꎬ我国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ꎬ对争端解决机

制的选择不尽相同ꎮ 首先ꎬ仅中蒙、中巴以及中俄在

双边投资条约中对争端解决方式做出了确切的约

定ꎮ 然后ꎬ在我国与这些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

中ꎬ将可仲裁的事项大致分为两类ꎬ一类是与投资有

关的所有争端ꎬ另一类则仅仅只能解决因征收而产

生的补偿额度问题ꎮ 最后ꎬ中国与沿线各国所签订

的双边投资条约在仲裁庭的选择上ꎬ也未形成统一ꎮ

各双边条约面对争端解决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选

择ꎬ给沿线国家之间的纠纷解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ꎮ
这种“意大利面碗”的状态ꎬ使得同类纠纷的解决程

序和标准不一ꎬ进而令相关裁决的“合法性”受到

质疑ꎮ
从多边协议的参与化程度来看ꎬ沿线各国既参

与了诸如 ＷＴＯ、ＩＣＳＩＤ 等全球性机构ꎬ也参加了诸如

东盟、欧盟等区域集团组织ꎮ 尽管ꎬ上述组织在成立

时均设置有较缜密的规则程序ꎬ规定了裁决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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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ꎮ 但是ꎬ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覆盖“一带一路”
沿线所有国家ꎮ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主权国家体系下ꎬ并未形

成培育欧盟这样高一体化程度组织的土壤ꎮ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ꎬ政治制度和

文化背景也大相径庭ꎮ 诚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
们的全球之家»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没有打算

迈向世界政府ꎬ如果朝那个方向发展ꎬ我们最终会发

现那是一个更适合强权和霸权野心ꎬ却不能增加公

民权利的世界ꎮ” [４] 尽管如此ꎬ在考虑到各国的法制

背景和利益需求差异的基础上ꎬ综合现有的双边及

多边投资机制ꎬ同时包括区域经济合作平台ꎬ进而构

建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却是可

行的ꎮ
就当下而言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更倾

向于以“双边条约为主ꎬ多边机构为辅”的模式ꎮ 结

合沿线国家的现实考量ꎬ在争端解决模式的选择上ꎬ
尊重各国的自愿选择ꎬ承认各国之间的双边纠纷解

决结果ꎬ鼓励利用多边投资纠纷解决机构在当下的

实践中更为可行ꎮ 但是ꎬ碎片化的纠纷解决规则运

行模式并不利于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纠纷解决ꎮ 另

外ꎬ双边与多边争端解决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所带来

的机构交流与合作ꎬ能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协作的广度和深度ꎬ会为统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出现

创造条件[５]ꎮ 因此ꎬ制定统一的“一带一路”投资争

端解决规则以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十分必要ꎮ

三　 制定“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承认与执

行规则

在“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ꎬ应当尽量

避免使用单一方式解决争端ꎬ由诉讼、仲裁以及调解

构成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ꎬ将是其发展趋势ꎮ 就

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ꎬ相较于其它运行规则的制定ꎬ
制定统一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是当务之急ꎮ
不管依托双边条约还是多边协议解决争端ꎬ亦或是

在未来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下采用何种方式解决纠

纷ꎬ在裁决作出以后ꎬ争端双方所要面临的ꎬ都是该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ꎮ 良好的承认与执行规则

能够促进争端双方及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沟通ꎬ
促进“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形成ꎮ
因此ꎬ建立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ꎬ这
将是构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至关重

要的一步ꎮ
(一)对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

作为传统的争端解决手段ꎬ诉讼在国际争端解

决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ꎮ 因此ꎬ让“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国内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在国家间真正“流
动”起来ꎬ是至关重要的ꎮ 一国法院决定是否承认

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ꎬ有五个方面的考量ꎬ因此在制

定投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时ꎬ也应当参考这

五个要素ꎮ
１.推定互惠规则

互惠原则分为两种情况ꎬ一种是条约互惠ꎬ另一

种是法律互惠ꎮ 互惠协议ꎬ即两国之间达成的关于

互相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所作判决的双边协议②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我国已经和“一带一路”沿线的 ２４ 个

国家签订了双边条约ꎬ互相承认对方法院判决ꎮ 其

中ꎬ有 ７ 个国家与我国签订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ꎬ
有 １７ 个国家与我国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

约ꎮ 相较于条约互惠的确定性ꎬ法律互惠在实践中

并未得到统一ꎮ
一般来说ꎬ各国在对待法律互惠时存在两种态

度ꎮ 一些国家以对方国家的给惠行为作为承认与执

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前提ꎬ即通常所说的事实互惠ꎮ
另一些国家实行推定互惠ꎬ即无须对方国家进行先

行给惠ꎬ国家承认与执行对方判决的依据是本国推

定对方国家在之后的实践中ꎬ将会给予本国互惠

待遇ꎮ
目前ꎬ我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ꎬ正在

从事实互惠向推定互惠转变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ꎬ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曾接到日本公民五味晃提出的关于承

认与执行日本法院判决的申请ꎬ当时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我国与日本之间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

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ꎬ亦未建立相

应的互惠关系”为由ꎬ驳回了该申请ꎮ 最高人民法

院在其给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ꎬ同意了该处

理意见ꎮ 早期我国所坚持的以事实互惠关系是否存

在为依据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态度ꎬ使得我国

法院作出的判决在外国法院也难以得到承认与执

行ꎮ 近年来ꎬ我国已经开始转变这一态度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

所发表的«南宁声明»中ꎬ双方均表示“尚未缔结有

关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家ꎬ在
承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司法程序中ꎬ如
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

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ꎬ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

围内ꎬ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之间存在互惠关系ꎮ”该
声明是我国从事实互惠向推定互惠转变的一大

标志ꎮ
从“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的目的来看ꎬ互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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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其目标之一ꎬ因此ꎬ沿线国家在对外国法院判

决的承认与执行上ꎬ应对逐步达成推定互惠标准ꎬ为
判决在沿线国家间的“流动”创造条件ꎬ进而确保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顺利运行ꎮ
２.管辖权审查的规则

判决作出的法院是否对其所判决案件有管辖

权ꎬ是该判决有无法律效力的先决条件ꎮ 然而ꎬ一国

法院的管辖权关乎国家司法主权ꎮ 因此ꎬ尽管判断

判决作出的法院是否适格ꎬ是承认与执行该判决的

前提ꎬ但是ꎬ从实践中来看ꎬ被申请执行的法院显然

并非一个合适的评价机构ꎮ 由于涉及判决作出法院

地国的司法主权ꎬ因此ꎬ关于判决管辖权的判断方法

不应该由一国国内法进行规制ꎮ 面对此种情况ꎬ将
这一难题交由国家间的司法协助条约解决ꎬ就目前

来说ꎬ是最可行的解决方式ꎮ
然而ꎬ即便两国有意通过双边条约的形式推动

该问题的解决ꎬ但采取何种标准是一大难题ꎮ 如果

被申请法院依据判决作出法院地法来判断管辖是否

适格ꎬ毫无疑问这将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ꎮ 显然ꎬ
一项通过合法程序作出的判决ꎬ其作出法院在其所

在国的法律体系中ꎬ拥有对这一案件毫无争议的管

辖权ꎬ这使得被申请国法院的管辖权审查流于一种

形式ꎬ无法实现该程序的价值ꎮ 依据被申请国法律

来判断作出法院的管辖权才是最合理的ꎬ但受制于

国家主权ꎬ这一判断标准在实践中无法践行ꎮ 国际

社会尝试从多边的角度解决该问题ꎬ制定统一管辖

权规则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中ꎬ目前尚无确切成果

出台ꎮ
以何种标准对判决作出法院管辖权适格问题进

行判断ꎬ各方意见难以协调ꎬ却无法回避ꎮ 我国在与

意大利签订的«中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

协助的条约»中ꎬ对解决该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

索ꎮ 该条约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ꎬ以正面清单的方式将有

管辖权的十种情形进行了列举③ꎮ 同时ꎬ在该条第 ２
款中指出ꎬ“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中有关专属管

辖权的规定仍然适用”ꎬ即肯定了缔约双方国家所

规定的专属管辖权ꎮ 该条约将缔约国之间的管辖权

判定规则进行了统一ꎬ解决了被申请执行法院在查

明管辖权时面临的准据法选择问题ꎮ
因此ꎬ统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管辖权判定

规则可以吸取中国同意大利的经验ꎬ从双边条约着

手规制ꎬ以清单的方式将管辖权审查规则进行约定ꎬ
从而减少判决在沿线国家承认执行时遇到的阻力ꎮ

３.程序正义规则

在我国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里ꎬ将

“败诉人未经合法传唤”而缺席审判ꎬ作为拒绝承认

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情形之一④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在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ꎬ在程序正义方面更看重当事方

是否获得平等的诉讼权利ꎬ即当事方是否得到合法

的出庭机会ꎮ 在«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中ꎬ判决作出

法院的送达程序存在缺陷ꎬ也是拒绝承认与执行的

理由之一⑤ꎮ 由此可见ꎬ在现行的国际司法实践中ꎬ
当事人被合法告知与当事人公平参与诉讼是考量判

决是否依据合法程序作出的两个标准ꎮ
许多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都对送达作出了规

定ꎬ从多边层面来说ꎬ有许多国家都加入了«关于向

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

约»ꎮ 该公约明确列出了多种须向外送达情形的适

用ꎬ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送达规则的统一ꎮ 然而ꎬ公
约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达成更优于公约的送达标

准ꎬ鼓励各国之间签订双边条约以优化送达规则ꎬ因
而各国之间在送达标准的适用上仍存在差异ꎮ 另

外ꎬ在判定程序合法时还应当将程序公正纳入考量

范围ꎮ 以欺诈或者其它有碍司法公正行为获得的判

决ꎬ不应当被承认与执行ꎮ
鉴于被申请法院在进行程序是否合法的判定

时ꎬ面临取证困难的问题ꎬ因此ꎬ当被申请法院援引

该规则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时ꎬ应当慎重ꎮ 当

申请人提供了符合要求的证明材料后ꎬ被执行人以

此为由进行抗辩的ꎬ应要求被执行人提供确切且具

有强证明力的证据ꎬ防止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

滥用ꎮ
４.判决效力审查的规则

在英美法系语境下ꎬ影响判决域外承认与执行

的考量因素ꎬ是该项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ꎮ 例如ꎬ依
据美国法律ꎬ只有在判决作出法院地法中具有终局

效力的判决才能够得到美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６]ꎮ
该规定一方面说明美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判决时以

该判决具有终局性为基本要素ꎬ另一方面也说明被

美国法院在判断该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时采用判决

作出法院的法院地法作为准据法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ꎬ未有对判决终局性或者

是既判力的规定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判决的

效力没有要求ꎮ 在«中国和法国关于民事、商事司

法协助的协定»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中明确表示ꎬ“根据

作出裁决一方的法律ꎬ该裁决尚未确定或不具有执

行力”的不予承认或执行ꎮ 又如ꎬ«中国和意大利共

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 ２１ 条第 ２ 款也明

确指出ꎬ“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ꎬ若该裁

决尚未生效ꎬ则不予承认和执行”ꎮ 可见ꎬ我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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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还取决于该判决是否生

效ꎬ并具有可执行力ꎮ 这就要求申请人在申请承认

与执行法院判决时应当附上该判决已经生效并可执

行的证明ꎮ 此类证明可以是载明其效力和执行力的

判决副本ꎬ也可以是由判决作出法院提供的证明

文件ꎮ
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ꎬ申请被执行的判决是否

具有确切的可执行力ꎬ这都是该判决能否被承认与

执行的考量要素之一ꎮ 所以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司法协助中ꎬ该规则也应当继续保留ꎮ 同时ꎬ还
应当规定ꎬ在判决是否有效的的判定上ꎬ应当以判决

作出法院的法院地法作为准据法ꎮ
５.公共利益例外规则

公共利益例外规则由来已久ꎬ不管是在国际法

还是在国内法领域ꎬ尽管其表现方式不同ꎬ但都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认可ꎮ 在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上ꎬ
其也作为规则之一被确定下来ꎮ 尽管如此ꎬ由于公

共利益的内容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ꎬ因此各国对援

引该例外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依据时ꎬ
都采取谨慎的态度ꎮ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ꎬ被申请法院在进行公共利

益审查的时候ꎬ依据是该判决是否违反被申请法院

地国的公共利益ꎬ鲜见审查该判决是否符合国际公

共利益ꎮ 相较于国内公共利益ꎬ国际公共利益着眼

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ꎮ 随着国际社会的一体化趋

势日渐明晰ꎬ各国在进行利益考量的时候ꎬ已经很难

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分割开来ꎮ 将二者进行武断

地割裂、固守国与国之间的零和博弈模式ꎬ已经无法

满足国家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利益需求ꎮ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ꎬ不应当仅限于满足个体

的利益ꎬ更应当秉承合作共赢的精神ꎬ实现整体利益

的提升ꎮ 因此ꎬ在沿线国家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时ꎬ
应当对该判决是否符合国际公共利益进行考察ꎮ

相较于国家公共利益ꎬ国际公共利益是一个更

宽泛的概念ꎬ而各国的国家利益本位思维模式无疑

会对这一原则的具象化带来困难ꎬ但是也并非没有

实现的可能ꎮ 在与环境有关的投资纠纷解决中ꎬ这
一原则正在逐渐被各国接受ꎬ环境纠纷的解决不仅

仅是要维护当事国的国家利益ꎬ还应当坚持可持续

发展原则ꎬ使得纠纷的解决有利于保护人类共同的

利益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应当在

符合国际利益的前提下展开ꎬ并将这一原则落实到

沿线各国合作的方方面面ꎬ包括投资纠纷的解决ꎮ
(二)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

在“一带一路”沿线 ６４ 个国家中ꎬ有包括我国

在内的 ５７ 个国家加入了«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纽约公约») [７]ꎮ 因此ꎬ
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ꎬ与其另起炉灶制定

有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ꎬ不如鼓励沿线各

国在«纽约公约»的框架下展开进一步的司法合作ꎬ
不断完善和发展公约内容ꎬ以求更好地解决沿线国

家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ꎮ
(三)对调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规则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的运作将面临法院、
国际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所主持的调解在程序标准

和法律后果上的冲突ꎬ争端解决中心构建中调解机

制的国际协调与发展是不可轻视的难点[５]ꎮ 可见ꎬ
调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也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ꎮ

调解是化解民事纠纷的多元化机制之一ꎬ在我

国ꎬ依照调解所达成的协议效力不同ꎬ将其分为诉讼

调解和诉讼外调解[８]ꎮ 诉讼调解即法院调解ꎬ是指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ꎬ由法院主持的调解ꎮ 达成调解

协议后ꎬ由法院将该协议制作成调解书ꎬ法院应当依

据调解书执行其内容ꎬ调解书的效力等同于法院判

决ꎮ 诉讼外调解是指双方不依托法院进行的自行调

解ꎬ调解协议(除仲裁调解协议外)达成后不具有执

行力ꎬ不能作为执行依据ꎮ 若一方不满意诉讼外调

解协议的内容ꎬ可将该争端提交法院起诉或是提请

仲裁ꎮ
鉴于不同种类的调解协议在法律效力上差异较

大、且各国调解制度也不尽相同ꎬ构建“一带一路”
争端解决的调解机制尚不成熟ꎬ因此ꎬ制定调解协议

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ꎬ有待进

一步研究ꎮ

注释:
①文中笔者对软法和硬法地分类标准采用的依据是实

证法理论的观点ꎬ即认为是否具有国家强制力是法律的中心

要素ꎬ也是区分软硬法的核心标准ꎮ 依此可断ꎬ那些由国家

共同制定的法律乃硬法(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ꎬ而由非国

家行为体制订的那些规则系软法ꎮ
②在我国互惠协议的表现形式是签署司法协助条约ꎮ
③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

协助的条约»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ꎮ
④参见«中国和法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第 ２２ 条以及«中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

约»第 ２１ 条ꎮ
⑤参见«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９ 条第 ３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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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ꎬ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ｎｏｗ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ｒｉｐｅꎬ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ｖｅｒ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ｎ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ｄｒａｗｎ ｕｐ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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